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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乃國家文官教學實驗室為推動文官本位之學習課程之先導理論初探，強調文官本位在於社會責任，其要素即公務人員之核心價值，此外更透過知識經濟發展元素與關中之文官培訓模型，導論出發展新式文官培訓方式之重要性，更藉由認知科學逐步建構出文官學習科學1號模型，包括：1.藉由文官競爭力調查發現公民與文官之認知差距；2.並藉此設計課程，透過行動學習促其認知與反思進而改變行為；3.最後再整合文官之職能，改變法規。三者間循環，成為文官學習科學模型。
關鍵字：文官本位、知識經濟、學習科學、認知科學、文官學習科學1號模型
壹、研究背景

我國常任文官因其階層扮演：政策執行、政策回饋、與政策規劃者等多重角色，因此在以國家領導的知識經濟體系，及如何與世界競爭之態勢下，常任文官扮演關鍵性的地位。國家文官學院曾以知識經濟理論針對高考錄取人員之基礎訓練進行實證研究並發現，知識經濟之根本在培養人力資本及增進解決問題能力，之後才有能力進入「創意經濟」領域。為瞭解我國人力資本的發展，國科會曾於2007年以「灰關聯分析法」（Gray Correlation）等方法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科技政策之形成與目標設定，多以「問題解決」為主，少有宏觀之設計(陳立功, 2007)。
另據鉅亨網(2008)報導，世界銀行發佈之「2008年全球知識經濟指數(Knowledge Economy Index, KEI)」之評比資料，臺灣為亞洲第1，在140個國家中排名第17，各項產業指標均佳，惟人力資本部分僅得8.03，排名第27位，此之於先進國家有極大落差，突顯出臺灣雖隨產業結構快速轉型，卻缺乏新經濟所需的知識工作者及創意人才。不僅產業界，臺灣之文官體系亦存有此困境。
常任文官連接政府與公民社會，同時有引領產業界之重責。如何透過教育訓練，使文官了解公民社會，並具有創新能量與知識，自是99年3月26日成立之國家文官學院之首要職責。爰此如何設計出一套合乎知識經濟元素發展之學習模型，成為本研究之課題。
貳、知識經濟之概念與經濟發展

一、知識經濟發展之概念與作用

(一)OECD之知識經濟概念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1996年對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的定義，認為「以知識資源的擁有、配置、產生和使用，為最重要生產因素的經濟型態。」此外OECD更把知識做了4項分類
，包括事實的知識等4類，如「圖 1 知識經濟的四個元素」。
事實的知識(know-what)，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有多少人、規範內容為何，此類知識可稱為「資訊」，而相關領域的專家必須擁有許多此類資訊（如律師、醫師、或專業顧問）。
為什麼的知識(know-why)，與自然原理或法則有關的科學知識。此類知識是大多數產業技術發展和產品製程的基礎，而知識的產生則來自於研究實驗室或大學等特定的組織。產業界要取得此類知識，必須僱用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力，或經由契約和合作活動。
如何去做的知識(know-how)，又被稱為「技能知識」，諸如企業家判斷新產品的市場前景、受過訓練的員工操作複雜的機器，此類知識通常是由個別廠商所擁有，或在企業內部發展而成。know-how同時也是一種「內在知識」，是人們由經驗、認知和學習所獲得的重要知識，內在知識並沒有被寫下來或記錄起來供人使用，它只存於個人記憶中。當有經驗的人被裁減、退休或轉業時，組織也就失去他們的知識，而企業間為了分享和整合技能知識，常形成「產業網路」。
誰擁有知識(know-who)，誰知道某一事實或誰知道如何做的知識，此類知識在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尤其重要，此知識的重要性遠高於其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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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知識經濟的四個元素
2006年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非正式領袖會議，即把此3W1H(Know-what, why, who, how)之能力視為最重要的議題，同時間APEC更定義知識經濟為「經濟體系中，知識的創造、傳播與運用是促進所有產業成長、財富累積與創造就業的主要動力。」更是未來的經濟發展型態，呼應了OECD在1996對知識經濟的看法。這顯示知識經濟的關鍵核心，在於「人」的知識作用。
(二)我國知識經濟的成就與經濟發展之矛盾，其作用在人才培育的啟發

針對世界知識經發展的趨勢，行政院在2000年8月核定經建會所提「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中，希望10年內能達到先進知識經濟國家的水準，其重點包括：全國研發經費占 GDP 的 3％（其中 30％ 來自於政府，70％ 來自於民間）；技術進步對經濟成長貢獻達 75％ 以上；政府及民間投入教育經費總和占 GDP 的 7％ 以上；知識密集型產業產值占 GDP 的 60％ 以上；寬頻網路配置率及使用費與美國相當
。
政府持續的投入，至2008年取得飛躍性的成長，根據世界銀行所發布的「2008年全球知識經濟指數(Knowledge Economy Index, KEI)」，臺灣分數為8.67，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1，在全世界140個國家中排名為第17
。發展至2012年，臺灣更領先了英國，進步至第13名
。其內涵包括經濟激勵機制（Economic Incentive Regime）為7.77分、創新（Innovation）為9.38分、教育8.87分、以及商圈資訊通訊科技(ICT)為9.06分。
世界銀行評估出如此高的知識經濟分數，似乎與我國當前高科技「慘」業發展印象不符，似乎也顯得矛盾與諷斥，產生「二律背反」現象。這樣的矛盾，非本研究所能迄及，未來需要更多之研究才能解釋這樣之現狀，然我們可以由OECD對知識經濟的定義來看人才是一切的根本，而臺灣可能不足的窘境
。2012年4月4日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之演講，就點出了臺灣知識經濟發展的限制，渠認為臺灣因人才採閉鎖政策，致使最優秀人才移往大陸與美國，導致臺灣平均名目所得增長有限。這顯示臺灣過去的競爭力，已成為「臺灣故事」（Taiwan Story）。因此在全球市場的體系下，新加坡必須維持開放，進而強化新加坡的團隊，讓新加坡人受益(陳韻涵, 2012)。
臺灣當前知識經濟發展之矛盾與2008的全球性金融海嘯一樣，對其發生的原因莫衷一是，故2010年1月召開的第四十屆全球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即以「改善世界現況：重新思考、重新設計、重建」(Improve the State of the World: Rethink, Redesign and Rebuild)為主軸，要人們以「思考」發現問題，重新設計改進方案，以利重建世界現況。
當我們面對與知識有關之未知時，或許可以仰賴知識經濟的四個元素，逐一探索，即明瞭What、Why、How、與Who。把這四個元素與「人力資本」發展扣合，即我們首要發展的能力，即是「發現問題」、「蒐集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當此三項能力建構後，才可能發展出知識轉化經濟的能力。
美國史丹佛國際研究中心(SRI International)執行長，Curtis Carlson則更認為經濟發展已從「產業經濟」(industrial economy)、「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進入到「創新經濟」(innovation economy)時代，且要創新必須先從教育著手，讓人們在學生時代就懂得團隊合作、分享創意，與學習「解決問題」(鍾士為，2010)。
馬英九總統於2012年4月20日公布我國第一份官方人權報告書時，特別指出最容易侵害人權的是公務員，政府必須透過強化公務員培訓，才能促進人權進步(陳志平、蔡佩芳，2012)。關中認為這是公部門中之保護主義、保守心態、本位主義等盲點，導致公務人員「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故須從訓練著手，把公務員當成人力資本加以開發。使其能適才適所，且政府的人事工作一定要朝現代化方向努力，不能落後私部門及先進國家太多(林恕暉，2012)。知識經濟所強調之知識發展與建構，將可成為公務員培訓之指引。
貳、文官本位與課程設計模組

    文官學院當前之課程設計，仍以傳統教學方法為主，更以「教師本位之考試成績」評定訓練成果之傳統方法。根據2010年針對高考三級錄取人員進行之調查實證分析發現，這樣的課程與「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無涉，其功效僅剩「結交好友」，此與基礎訓練之原意大相逕庭，故當時的研究建議即在於成立「教學實驗室」，重新發展出「學習者本位」（student based center）之課程模組(黃靖麟, 2011c)。

學習者本位運用在文官教育上，即為文官本位（civil service based）之概念，即文官之俸給來自公民社會，因此在行政必須注重「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而責任與文官之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關懷、效能等密不可分(黃靖麟, 2011b)。
一、政府處於失靈邊緣之省思

民主國家中，公民社會越具備多元意見，民主基礎越是鞏固。然而當經濟發展遲滯或衰退，將使多元意見逐漸轉為二分法之贊成或反對意見，長期以往將影響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礎。
此外全球化發展之現象，逐漸瓦解了原本在地政府專屬之權威議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等項(Held & McGrew, 1999)。在國內議題上，更因為民主化與定期改選作用，公民社會與政府已處於平行地。其對政府之政策制訂、執行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曹俊漢， 2003：99-100)。尤其危機出現之時，諸如：「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等現象出現時，公民社會往往介入與參與原屬於政府治理之專屬領域中(鍾京佑，2004：103)。第三部門更因此而興起，有別於國家之威權第一部門與企業之營利第二部門(鍾京佑， 2004：106)。
事實上當代公民已被鼓勵，要關懷我們社會之整體，而不應該只是關注找房子或找工作等私事而已。當文官面對公民之積極介入，就會產生如同「地震」（earthquakes）之「心震」（mindquakes）震撼，然目前之公共結構顯然不足以應付這樣的挑戰，即心態無法跟上已改變的外在環境。原因在於心態就是一種篩子，會因過去的經驗而定型。由此來看，文官雖有志服務人民，不幸的是，因工作體制與保守之執行方法，常不符合我們時代需求(Robert, 2000: 83,90-91,98)。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S. Becker(2011)就曾對歐巴馬政府提出警告，基於選票之壓力，民主政府必須回應民意，介入市場失靈現象，倘失敗或讓民眾無感，恐將導致「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現象
，進而加深市場失靈，導致衰退加劇之後果。
我國經濟學家楊家彥(2011)則從政府組織觀點出發，認為台灣政府早就處在「政府失靈」狀態，各部會各自為政，政策無法統合。中央部門的橫向聯繫不足，中央與地方的垂直聯繫也常常斷鏈。這可能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11年世界競爭力年鑑，台灣在「經濟表現」、「基礎建設」、「企業效能」都是持平或大幅進步，獨「政府效能指標」退步至第10名之主要原因。故楊家彥(2011)針對政府組織再造，提出看法：認為還是沒有處理到政府間連結、協調的問題，故提出警告，政府若不解決結構性問題，民間私部門企業仍能持續根據客觀條件做彈性調整，達到最佳狀態；若公部門依舊僵化，將成為台灣競爭力的拖油瓶。
二、重新省思與設計教育培訓模型

（一）常任文官應負起政府失靈的責任

遇到困難，產學界都會呼籲「政府」，要正視問題之存在，要拿出魄力解決問題。那政府是指誰？是指政務官？抑或是常任文官？政務官負有政策責任，當然亦難辭其咎，但若從事業週期長短，從業人數多寡，以及長期的政府失靈現象來看常任文官也必不了責任。這也是我們必須注重常任文官長期培訓的最重要原因。
概括而言，「常任文官」，以非關能力之「考試」取得資格，辦事非以「公民社會」為訴求，而以「依法行政」、「行政程序」、「行政中立」為標準，當法令越完備，常任文官則更受「效率導向」所牽絆。若以神經科學的角度觀之，「大腦用則進，廢則退」，其創新能力自然退化(洪蘭, 2012, pp. 26-34)。更由於民主選舉，常任文官無法認知其乃政府之主體，在前述「依法行政」等三者的箝制下，事務官跟不上政務官，故政策支票越多，跳票越厲害，期許越高落差越大，民眾自然無感，將形成政府失靈現象。欲解決政府失靈之現象，首要面對常任文官之保守主義心態，並需賦予使命感，喚回其乃政府主體之精神，改變其以「效率」為績效之觀點，而以「創新」思維，重新省思政府之各項政策。
（二）透過調查比較掌握政府失靈並以此設計新式的學習機制

「政府失靈」乃公民社會所感受之痛苦，因此必須藉由調查精確瞭解，「公民社會」與「常任文官」之認知，再從兩者之差異，以學習科學設計新式的學習機制，發展高階文官回應公民社會之職能，促其能夠認知整個社會。根據《天下雜誌》調查，學校所學只有24％有用，因此以調查與實證之資料，做為教材，才是有用的知識，學習才會有趣(洪蘭，2012：55-57)。
如此必須揚棄傳統教師本位之訓練方法，進行教育培訓之革新，以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及研究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促使高階文官能夠體認到社會當前脈絡
，更體認到自己才是政府的主體，如此一來才能讓民眾有感，擺脫政府失靈之陰霾。
所有的研究均指出，學習需依靠「情緒」與「動機」(洪蘭，2012：95)。因此讓常任文官體認到自己是政府失靈之主體，感受到公民社會痛苦的情緒，而如何改變政府失靈，則將是他們的學習動機。否則以「職務升遷」作為訓練動機，在政府職務有限的情況下，學習者將喪失學習熱情。
（三）以科技政策引領常任文官由「效率導向」典範轉向「創新導向」

常任文官在依法行政的行政程序引導下，將逐漸注重標準答案，而此又與以考試成績取得任官資格之文官特性連結。故常任文官常會忽略不在預期中的環境刺激，甚至本能的視而不見。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官思維自然以「效率」為主而忽略了創新。然而創造力是在每個人看到的東西中，見到別人沒看到的(洪蘭，2012：40-41)。
行政院於2011年9月科技顧問組召開了第31次科技顧問會議，會中決議：臺灣要從效率導向的經濟，往創新導向轉型。因此朱敬一就認為政府必須有要了解1.「創新經濟」的特質及2.具備產業政策的「透視力」（insight）
。否則，政策推動僵硬呆滯，全無觀念方向，一切都等「上面交辦」，就會是國家的災難。然當前政府只有一招補助，拆成三招還是補助、補助、補助(朱敬一, 2011)。
政府只會這一招，原因就在於以常任文官為主體之政府以效率為導向，官僚體系習聽命行事，早已喪失創新能力，故以補助投資金額代表效率，致科技政策失當，而陷於政府失靈中無法自拔
。
二、建構文官本位之教育訓練模型

當下之政府，比任何時期更重視訓練。關中(2011)更認為政府應該比企業更重視員工訓練，因此撰文《文官培訓模型初探》，期以學術研究帶動培訓實務之發展。將培訓視為工具，設定目標在於改變文官，期許提高個人能力與工作績效，達成自我實現的價值。
（一）關中文官培訓模型

關中之培訓模型，特別提出培訓三階層，包括國家、組織與個人等三個層次。在國家訓練層次方面，要以「發展性訓練」作為訴求，即基於目前與未來職涯發展需要（包括：工作豐富化與工作擴大化）而施予訓練，目的在使員工具備「調適力」，以面對當前或未來職務需求。
其次在組織訓練層次方面，其訴求在組織人才管理面向，包括「組織發展訓練」
與「職位接班計畫」
（Succession Planning）等兩項。在個人階層方面，則另有兩個方向，其一由組織的觀點出發，牽涉到考績法部分即「拔優」與「輔劣」等
。其二則由個人出發，即「個人生涯規劃」之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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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投入資源進行培訓時，必須從三種層次考量資源之配置，因此在國家層次方面則必須高度集權，促使文官配合政府政策施政，但是在個人層次部分，則可與民間或者個人來實施之分權策略。相對而言，訓練課程也因此有所區別，即分權化越高，則越注重個人所需，因此個別性高；而在國家層次，因其注重政策推動之能力，自然共通性高，而有別於前者。模型如下圖示：
圖 4 關中之文官培訓模型，資料來源：關中(2011)。
關中模型，著重於「國家策略層級」以及「訓練集權化」與「共通性高」的「國家培訓計畫」部分。其他部分包括「組織人才管理」與「員工個人發展」，則可能涉及公部門與私部門共同處理事務之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發展。
蔡璧煌 (2012)則以「柯美雅定律」(Kopmeyer’s Principle)
強調高階文官訓練在「國家培訓計畫」之重要性，並提出兩個觀點，其一為公共行政學理觀點，理由包括：希望藉由國家培訓計畫此克服行政組織發展中的「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困境、建構高階人才庫遏止組織「帕金森」症候群、及以發展性帶狀訓練，持續激發高階文官求新求變避免組織惰性等。其二為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觀點，理由包括：政府組織面臨全球化競爭環境、領導接班至為重要、且必須符合人才資本管理概念等。其三為公部門實務運作觀點，理由包括：高階文官肩負施政成敗，人才尤須預為儲備；協助首長把關人才，高階候用人才庫亟待建立等。
事實上，國家型計畫之人才培育，不僅為學理模型階段而已，且已落實於法律條文中，諸如：《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之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關於高階公務人員之中長期培訓事項」。在政策推動部分，則有99年12月考試院通過「強化文官培訓功能規劃方案」，進一步確認保訓會職掌高階文官之「發展性訓練」，此與人事行政總處之「在職訓練」有所不同
。
為了落實法律精神與推動是項政策，國家文官學院特於99年3月26日由「國家文官培訓所」改制，期能整合人力培訓資源之整合以培訓優質的公務人員，成為高階文官培育中心為職志，更要朝向國家政策研究與訓練中心邁進，以增進國家整體競爭優勢。至此，國家文官學院之成立，應可視為關中文官培訓模型的初步成就。
（2） 以學習科學發展文官本位之學習模組

國家培訓計畫之發展性訓練，在我國尚屬起步，其目的在於「甄拔人才」、「培育人才」、「發展人才」及「評鑑人才」等4項(蔡璧煌，2012)。而這些項次，都指涉到「績效」與「職能」兩個項度，且要達到發展知識經濟，以回應公民社會所需之後設目標。此才符合關中模型(2011:1)所提，訓練不是目的，而是工具與策略之假設。
然而資訊爆炸時代，學校所選擇的知識常常很快過時，甚或不正確。尤其當新知識產生時，課程內容之效度就常會產生誤導的或甚至是錯誤的情況(Ornstein & Hunkins, 2004)。因此保訓會為建構發展性訓練之內涵，特於2012年元月18日於國家文官學院下設立「國家文官教學實驗室」（National Learning Science of Laboratory of Civil Service），其總目標在於：「強化文官回應公民社會能力」，即要以跨領域建構理論發展出屬於文官之學習科學知識體系（the Knowledge System of Learning Science），發展新的學習科學知識體系，促使公務員在訓練過程中反思（reflection），教育其能從課責（accountability）觀點，負起在任務關係中之對組織或個人之義務，同時讓文官明瞭其在公民社會中應擔負的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爰此有下列四項研究任務：
研究任務1：文官競爭力與職能研究。為促使文官反思並直接對公民社會負責，將研究比較「公民」與「文官」兩個群體之認知差距，更將藉由跨國合作調查分析，以建構文官競爭力指標與職能之資料庫，俾重新審思當前職能設計。
研究任務2：學習科學之教育訓練模組研究。瞭解文官與公民在競爭力認知的差距後，將以學習科學強化文官教育訓練，以促其回應公民社會之所需。為促進省思（reflection），便需打破傳統之教師本位學習方法，因此從101年起實驗行動學習法（action learning），更將從102年起逐步打破以分數為依歸的訓練方式，進行晉升官等訓練之評鑑方法與分數計算模型研究、實驗高階文官之多元訓練方法研究、進行基礎訓練之電腦模擬訓練規劃與研究等。
研究任務3：政府組織發展、變革與法制研究。除了以聯合國IASIA之卓越指標進行自我評估之外，亦將整合各項教育、訓練及學習之經驗。另外，本實驗室也將彙整文官職能之初步研究成果，進行本學院之組織變革研究，倘若實驗結果具有參考價值，將以此研究成果與新的知識體系，協助101年之行政院組織改造，更要強化文官培訓功能打造優質文官團隊，具體確保行政院組改績效並帶動績效翔昇。
研究任務4：推廣學習科學之實驗研究成果。為發展學習科學之知識體系，因此將辦理各類討論會、工作坊、研討會等，邀請世界各國專家學者，共同探析文官之學習科學方法、理論與實證結果。
（三）學習科學之發展與內涵

學習科學（ Learning Sciences）又簡稱為LS
，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關於學與教的交叉學科，主要涉及各種研究學習的科學（Sciences of Learning），是一門跨認知科學、電腦科學、教育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神經科學、教育技術學、設計研究等學科領域之研究。其發展重點在於真實世界系絡中思維，並以各種研究方法分析探索不同情境中的學習機制，且以此設計新型多元學習環境。故學習科學研究的學習包括正式的課堂學習和發生在家庭、工作崗位及同儕間之非正式學習，以求有效學習得以正確認知整個社會之過程(Sawyer, 2006)。
另根據「國際學習科學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e Learning Science）之定義，不僅是跨學科領域之教育科學，包括：認知科學、電腦科學、教育心理學、及人類學(anthropology)等領域，其在教育訓練上著特別重於「創新」（innovation）與「教學方法之改進」。該學科在傳統上注重「認知心理學」（cognitive-psychology）、「社會心理學」（social-psychology）、及「學習環境之設計」（th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近年則延伸至「課程設計」（the design of curricula）、「非正式學習環境」（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教學方法」（instructional methods）、及「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s）及其他方面等面向
。
（四）學習科學整合行為主義與認知科學，發展出知識建構的第三階段

基本上，學習科學是從認知科學所發展出來，從典範移轉的角度來看，是對行為主義的批判。19世紀上旬，行為主義係以教師為中心，特別注重獎勵（encouragement）或懲罰(punishment)的效果，因此在教育訓練上，會利用「刺激S」（stimulus）以求「回饋R」（response），倘若為學習者未有反應，則會以獎勵或懲罰來強化（reinforce）學習效果。若以老鼠進行「Skinner’s Box」實驗，發現老鼠不僅由「事先」的刺激激發撥動開關，而且也由「事後」的刺激撥動開關。他發現動物的行動不僅僅是簡單的「刺激-反應」，動物的行動也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比如事後的獎賞
(Skinner, 1959)。
然而這樣的以「教師本位」之教學方法，在懲罰上常引起爭議。因此教育學界在近年來逐漸轉為「學習者中心」的學習方法，其原因在於知識建構的方法不同所致，前者以獎懲強化學習效果，後者則以學習者知識的形塑，必需由學習者主動建構，而非被動接受客觀的知識，故學習乃基於其先備知識，並以經驗解讀、認識、進而吸收新的資訊；因此學習者必須藉由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情境中與他人互動與對話中，建構其知識體系(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 Kaufman, 2004; Piaget, 1977; Vygotsky, 1978)。
知識既以建構而來，將特別注重學習的過程，並因此學習者面對新的資訊與刺激時，經由同化（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來與既有的知識互動，從而建構新的知識(廖柏森，2009)。從以Skinner為代表之行為主義之教育典範，移轉到Anderson、Bloom與Vygotsky等人的知識建構（constructivism）之教育典範，其作用在於改變了過去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而是要從「認知」甚至是「後設認知」出發，以建構學習者的知識(戴維揚，2007)。
曾志朗與洪蘭(2000)曾針對行為主義與認知科學做過簡單的評斷，渠等認為兩者都是實驗心理學的基礎研究也都是應用研究，因此必須注重研究當中自變項與依變項間之關聯時，是否忽略其他變數的混淆，爰此除了「刺激」與「反應」外，更要注重「人」與「環境」互動之研究，因此必須把人放在實務的運作中來觀察其行為特性。
有學者即認為認知科學的作用，似乎可以啟發傳統以內在知識經驗為基礎的東方思維即「隱藏的自我知識」（Hidden Self-Knowledge），其方法即透過實踐，即修行或訓練可以改變人們某些心靈之特質，進而拓展內心自省的範圍(Nagel, 1969, p. 452)。換句話說，經由訓練人們將產生新的經驗，當學習者嘗試運用描述或指涉此種經驗時，將形成新的知識與觀念(Petitmengin, 1999)。而此知識建構將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應屬由訓練產生新的經驗；第二階段則是透過自省詮釋此新的經驗，而形成自我的知識(Chi, 2005)。
本研究則認為，知識的作用主要在行為表現，故衍生出第三階段，即自我的知識帶動了行為改變，這即是腦和神經系統產生心智(mind)的過程與作用，而此過程又涉及了：學習、記憶、思維、理解、反思等行為(Roco & Bainbridge, 2002:5)。從知識名詞的歸納來看，在前面的第一階段宣告性知識（Knowing-what），第二階段為程序性知識（Knowing-how），那第三階段就是產生行動學習之知識（Action Learning），即包括課程設計與評鑑引導，強調反思之學習科學領域。
表 2 知識建構的三個階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理論範疇
	知識名詞
	學習作用
	成效評鑑

	第一階段
	行為主義
	宣告性知識
	由訓練產生新的經驗
	容易測量

	第二階段
	認知科學
	程序性知識
	透過自省詮釋此新的經驗，而形成自我的知識體系
	困難因需進行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

	第三階段
	學習科學
	行動學習知識
	自我的知識帶動行為改變，這即是腦和神經系統產生心智(mind)的過程與作用，而此過程又涉及了：學習、記憶、思維、理解等行為。
	困難，但可以藉由360度觀察法，評鑑後續行為

	
	              
	             
	


参、文官學習科學1號模型之實驗設計

學習科學之啟示，其核心在於認知科學之作用與跨領域科學之運用，除強調環境之影響外，同時也重視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等，這意味著其融合了行為主義與認知科學的範疇。前者容易評測，後者困難，恐需利用「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進行成果評估。但藉由融合行為主義與認知科學的自我知識建構，則有助於展出屬於文官教育訓練之學習模型。
一、訓練設計需兼顧公民社需求與知識經濟發展

全球化的現象，使公民社會與政府部門、營利部門三腳鼎立。政府為取得執政的合理性，「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將成為政府部門最重要的事項。其次，在當今全球市場架構與競爭體系下，誰能勝出似乎與該國之知識體系發展有相當關連，因此營利部門如何將知識轉化為經濟能力，成為先進國家發展之重點。
爰此，公務體系之教育培訓機構，如何提供有效的教育訓練，促使文官認知到「公民社會需求」與「知識經濟作用」，將是政府最大的挑戰。是故關中(2011)在其《文官培訓模型初探》一文中，強調在國家策培訓計畫中並特別注重高階文官之政策推動能力。蔡璧煌 (2012)則由政府組織的角度，希望藉由培訓克服組織發展的各項困境，使政府體系具有完整的政策推動能力。2010年3月26日國家文官學院成立後，更於2012年元月18日成立國家文官教學實驗室，以推動國家文官教學實驗事宜，期許以學習科學，發展探索學習與行動學習課程，促文官反思與行動，達成服務公民與發展知識經濟之目的。茲將前述歸納如下表：
表 3 政府面臨之挑戰與培訓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政府面臨之挑戰
	培訓策略

	公民社會
	如何以正義消弭上下階層之裂隙
	共同以學習科學，發展探索學習與行動學習課程，促使文官反思與行動，帶動政府及民間的活力。

	營利部門
	如何發展知識經濟以帶動產業發展
	

	
	
	


二、學習科學之課程框架與模型建構

(一)框架與整體發展觀點

「表 2 政府面臨之挑戰與培訓策略」，係以學習科學出發，也就是要以認知科學為基礎，發展出一個新式的培訓策略。研究者借用Vygostky(1978)「框架觀點」（scaffolding）與「整體發展觀點」（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觀點，即需讓所有參與培訓課程的利害關係者共同協助學習者學習
，在文官學院之訓練應包括學習者、教師、輔導員、及權責單位等，使其模仿與效法，並共同建構出學術殿堂。在這樣的目的下，整體發展應該更應要討論社會環境，因為人類本來就生活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與進程中，而此進程應是整體的區塊，非僅是點與線連結的簡單關係，因此從學習者的角度而言，我們必須考量到社會整體
。
成人的學習與社會互動之程度又遠高於孩童，然社會的分析因素包括許多複雜之因素，諸如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因素，倘從「認真看待意義」（taking meaning seriously）之社會文化學角度省思，人們基本上是透過「意義」來組織其世界觀，而非直接面對未經詮釋過的事實，因此人們都透過其經驗或者學習過程，以理解與評價外在事務(Alexander, 1998, pp. 30-32)。人在知識運作上，將透過強化與符號化，其所處環境中之利害關係者、情境、事件、經驗與行動秩序以簡化與濃縮，外在世界的詮釋架構（interpretative schemata），進而形成一種「框架（frame）」(Snow & Benford, 1992:137)。此框架將是本研究，所欲建構課程之模型之第一步驟。
(二)文官本位的作用與理論

誠如本研究的主題，在於試圖建構出文官本位之教學模組。本研究之所以會提出文官本位之概念？即在強調文官所需扮演與維護社會的四種價值，包括：政治回應（political responsiveness）、組織效率與效能（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社會公平（social equity）與個人權利（individual rights）等(Klingner & Nalbandian, 1998)。黃靖麟(2011c)曾以《文官對公民意識的回應與核心知能轉換之研究—以社會責任形塑行政中立典範》為題，並以TEDS2009M之資料進行行政中立研究
，該研究發現選民是以「公民責任」建立其投票取向，也因此文官基於社會公義，必須具備「行政中立」之態度，而該態度又包含了「社會責任」、「依法行政」、與「公務倫理」等內涵之加總。不過該研究發現，選民高度肯定民選官員，卻否定了常任文官之表現。
這樣的現象開始於1987年解嚴後，各種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興起，諸如：消費者保護運動、勞工運動、女權運動、學生校園民主運動、農民運動、反核運動、保運動、原住民運動……等，均使統治當局難以應付，最終形成「國家VS.民間社會」之結構(鄧正來， 2006)。而公民社會亦嘗試以各種方式影響政府公共之政策，以達公民權利保障與公共利益的實現(顧忠華， 2005)。
因此當公民注重自己權利與公共利益時會彼此間彙集與交換意見，並逐漸形塑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此將成為公民社會發展之重要基礎(Habermas, 2004)。公民在參與此類公共事務時，其擁有意見公平表達之機會，彼此分享對話過程與結果(許文傑, 2000)。因此文官基於職責，需理解公民社會之各項意見，故以Snow and Benford (1992:137)「框架」概念，期簡化與濃縮其認知過程，而定義「文官本位」之意涵。
此外在多元民主政治的社會中，文官因考試及格取得任官資格，且基於「職責」依據法令從事公務，與過去文官之貴族身份完全不同，故其認知應專指其在服勤其間應有的認知，非勤務期間將又回復為公民身份。來自公民社會之文官，其身份將隨著值勤與否切換，因此必須特別注意其「社會責任」。故常任文官在執行業務時，應以文官本位（civil service based）與同理心考量民眾與社會之觀感，此即文官之「社會責任」。文官本位之目的，在注重「廉正」、「忠誠」、「專業」之文官核心價值。同理心之作用即在於體認「效能」與「關懷」(黃靖麟， 2011a)。
（三）文官學習科學1號模型之建構

國家教學實驗室為推動國家文官教學實驗研究，在通過國科會審查後之經費依據前述理論設計出1號模型（National Learning Science of Civil Service Model 1），據以設計課程並進行實驗。該實驗將於2012年八月中旬，以「薦（委）任初任主管班」作為實驗對象，並將此實驗成果作為改進我國「薦任官等晉升簡任官等課程」之用，更期許改進當前傳統「教師為中心」之課程型態，期能發展出真正的顧客導向型政府，適切的回應公民社會，並發展出創新能力帶動經濟發展。其模型建構如下：
本模型之主要作用，在於以發展性訓練改進「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之用，其重要性在於所有薦任高階主管在取得訓練合格證書後，始具有晉升簡任官等之資格，是為培育高階文官之第一步。因此本模型建構之步驟如下：
步驟一：從1990年代開始，行政改革上都在強調「顧客是管理的新焦點」，從而政府逐漸由管制型政府，轉為顧客導向的企業型政府，以建立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合夥與信任關係，共創雙贏局面(Shafritz & Russell, 1997: 314)。因此本模型建構亦將遵循「顧客永遠優先（Putting the Customer First—Always!）的原則」(Webster, 1994)，進行文官競爭力調查。
[image: image3.png]XEHEF R




爰此研究者之第一步驟即在於瞭解顧客的想法與認知，該項調查必須以相同問卷測量公民與文官之認知，並瞭解兩者認知之差距（Gap）。文官之顧客導向與企業不同，具有文官本位之特殊性，因此將以考試院第11屆第39次會議通過之「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中之文官核心價值，包括：廉正、忠誠、效能、專業、關懷等五項，視為文官職能，亦是服務公民之績效。以此5項發展問卷，建構文官競爭力指標。如下圖示：
圖 5 文官競爭力指標調查方法
步驟二：按學習科學理論，課程設計必須從學習者的認知開始，且基於學習之目的，就是為了解問題(Delisle, 2008; 黃靖麟, 2011c)。爰此將認知差距視為一項文官與公民社會間之問題，並以文官本位設計課程，使其透過學習進而解決問題。
然公民與文官間認知差距，恐非線性思考所能解決，因此本模型課程設計將以「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公式，作為發展憑藉，突破直線性思考，建構出系統性思考能力，以應付整體組成份子間的互動關係。因此Peter M. Senge認為必須發展系統性的思考能力，並視為一種自我修鍊，而且要堅持這樣的修鍊與學習，才能讓我們理解「自身行動」與「外部力量」的連結點(楊碩英, 1994)。
OECD的《知識經濟所需要的素養》研究報告中更將非線性學習視為首要關鍵，因為線性思考處理非黑即白的時代過去了，當代世界是多樣與多變，「既要這樣也要那樣」，沒有標準答案，故「必須學習一種更為整合的方式去思考與行動。」(林玉珮， 2006：86-87)。
系統性思考強調團隊學習的重要性，因為「團隊學習」是立基於「共同願景」上，強調「自我超越」以發展團隊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能力的過程，關注是否能讓「奇能異士」組成一個團隊，進而產生行動。因為個人學習不表示組織也在學習，但倘若把團隊學習當作最小學習單位，則團隊學習將讓共識化為行動，甚至推廣到其他團隊。若不把團隊視為最小單位的學習，則個人自我精進式的學習就不具意義
，因此必須利用「深度對話」
 (dialogue)與「討論」作為發展手段(Senge, 1994:347-355)。
行動學習既然是團隊學習的核心，同時要以此形成共識並作為發展目的。鑑此Revans(2003)以《誰該為你的行動加油》(ABC of Action Learning)發展出學習方程式，即：L（學習）＝P（課程知識）+Q（提出問題的洞察力）。行動學習的關鍵就在於探討Q，以及培養Q的能力。當然所謂Q的能力，基本上就是要以「深度對話」與「討論」建構出團隊學習的模式。在這樣的基礎下，Marquardt and Waddill(2003, pp. 266-271)則認為應加上「反思」探究過程：即行動學習非常重視以提出疑問的方式澄清問題的確切本質，且在反思與確認可能的解決方案之後才採取行動，因而行動學習所使用的公式L＝P＋Q＋R，意指學習（Learning）等於先備知識（Programmed knowledge）、疑問（Questioning）及反思（Reflection）三者之和。
由學習方程式觀察，個人是無法學習的，此呼應了Senge的團隊學習為最小單位的看法。所以McGill & Beaty(2001)認為行動學習必須是在同儕的支援下，持續不斷地反思與學習，以完成預定工作為目的過程。故反思應有兩種型態，一利用對話促進反思，再利用團隊反思促進個人反思，形成一個「學習循環」，強調尋找真正的問題，而非提供標準答案，故行動學習公式被延伸為L=P+Q+A+R，A 代表行動(Action) ,R 代表反思( Reflection)。是故行動學習提倡面臨問題不急於馬上行動，而是要建設性提問與反思，進而達成個人成長與獲得問題解決之能力(Weinstein, 2001)。課程設計與步驟一之關連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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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文官競爭力指標與探索暨行動學習課程建構
步驟三：透過各項研究調查，理解文官核心價值與其職能關係，並經實驗驗證後修訂相關法規，全面推廣於於「薦任升簡任課程」中，達到提升文官競爭力與回應公民社會，並契合以顧客為導向之企業型政府願景。而此完整的學習與反餽架構，將構成本實驗室之1號模型。該完整模型與進行步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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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家文官教學實驗室1號模型圖
肆、研究發現與建議

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張培仁(2011)，在國科會舉辦之「如何展現政府科技發展計畫效益、落實執行內容」研習會中，一再強調所有的科技計畫均來自人民，必須由社會課責（Social Accountability）之角度回應社會之需求程度，以評估該計畫之功效。科學界之觀點亦影響文官學院之教育政策，不僅要以學習者本位，更要以服務公民回應社會之職能為發展基礎，創新發展出「文官本位」（Civil Service Based）之教學模組。強調「文官本位」之職能即在於回應公民社會，其職責在於擔負起更高之「社會責任」，增產出政府與社會間之社會資本，以創新能量引領產業將知識轉化為經濟動能。
本研究係以顧客導向之企業型政府之需求，即公民社會之支持度（滿意度）與經濟發展為追求目標。因此先藉由知識經濟的理論建構，探詢文官應扮演之地位，然本研究卻發現，世界銀行對我國知識經濟發展有高度的評價，卻無法反應在真實經濟發展與民眾認知上，產生矛盾之二律背反現象，尚需產官學界共同研究以解決問題。
除了理論建構外，本研究模型，將進行相關實驗，以驗證其成果。因此在文官本位之課程設計上，將透過公民調查與文官調查同步進行，以瞭解兩者差距，再利用行動學習理論建構探索與行動學習課程，試圖把差距當作問題解決，在理論上似乎可與認知科學等有效連結，惟其結果尚待2012年8月中旬實驗證明其效果。倘真能運用於「薦任升簡任課程」，且能持續改進，則將完整的建構出專屬於我國文官之學習科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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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Civil Service Based Training Model from the Elements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Learning Science: A Perspective of Theory
Pro. Dr. Tsai, Bih-Hwan

(Minister, Civil Service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Commission
Pro. Dr. Huang, Jin-Lin
(Director, National Learning Science Laboratory of Civil Servic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bout The National Learning Science Laboratory of Civil Service which pursues the civil service based learning courses for beginning theory. Focus on the civil service based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core values of civil service. In addition, through knowledge economy factors and Kuan’s “The model of civil service training” that derive the new civil service training for important ways. Constructing “The Learning Science of Civil Service Model 1” by cognitive science. It includes:1. The civil service competence survey show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itizen and civil service. 2. Through the action learning to promote who’s cognitive and reflections by courses design. Which change behaviors, too. 3. Eventually, integrate civil service competences and change legislations. The tripartite ways circle and become learning science of civil service model.

Keywords: civil service based, knowledge economy, learning 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The Learning Science of Civil Service Model 1.

� 第一作者


� 通訊作者


� OECD之論述，引自國家科學委員會網站，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8049&ctNode=40&mp=1，檢閱日期：2011/01/28。


� 引自國家科學委員會網站，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8049&ctNode=40&mp=1，檢閱日期：2011/01/30。


� 該評比中，我國的資訊基礎設施指標達9.07分，高於美國9.02、英國9.01、德國8.86及韓國8.74，臺灣2007年行動電話普及率高達105.9%、每千人擁有電腦492.1台、家戶寬頻連網比例 59%，通訊及寬頻網路基礎建設成果豐碩。在創新系統指標為9.24分，優於日本9.15、韓國8.47、香港8.63，政府推動的研發創新政策與產學交流機制等績效顯著。創業投資指標評分8.35，排名24位，較上次前進6名，仍優於日本7.71、與韓國5.57，但仍低於工業先進國家，例如：芬蘭9.47、英國9.28、美國9.16，這顯示政府的投入取得了相當效果。資料來源：鉅亨網2008年10月28日的報導〈全球知識經濟評比 台灣居亞洲第1 世界排第17〉，華科大中華新聞網（Wisenews）資料庫，網址：http://wisesearch.wisers.net.tw/，檢閱日期：2011/01/30。


�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組織，網址：http://info.worldbank.org/etools/kam2/kam_page5.asp。（檢閱日期：2012/4/15）


� 關於知識經濟與國家競爭力發展之作用，曾有學者以各種統計方法，諸如：結構方程式（SEM）作為分析工具，但受限於調查樣本數等原因，尚無法妥適運用指標評估國家競爭力，未來還有相當發展空間(陳智凱, 2005)。


� 按照Weimer and Vining (2005, 191)之研究，政府失靈之來源有4：1.代議政府之問題：即代議士自利現象、2.官僚制度之問題：即官僚自利現象、3.分權化之問題：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自利現象、4.直接民主之問題：選民自利的現象等。


� 本研究中所指涉之高階文官訓練，包括：薦任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以及針對11至13職等之「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之訓練學員。


� 大前研一亦認為「探究問題的能力」，就基於此。其原因在於，世界上沒有全新的東西，尤其網路發展如此迅速，許多資料從網上搜尋立刻可查到，是故必須具備讀洞察力，但其技術門檻相當高(大前研一 & 柳井正, 2011, pp. 146-149)。


� 日本於1990年經濟泡沫後，經濟成長停滯不前，在1989年被稱為失落的十年（The Lost Decade），然而此現象尚未結束，故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0.01.04）分析認為日本將面臨第3次失落十年的危機（Japan Risk a 3rd Lost Decade），針對此現象，柳井正認為，這與教育制度有關，因為日本教育從過去的以成績排名的「相對評價」制度，轉以個人表現表達程度之「絕對評價」制度，致使競爭力降低，因為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大前研一 & 柳井正, 2011, pp. 36-38)。而大前研一則從政策方面著手，認為政府以財務操作刺激內需，景氣必能回春之古典經濟理論操作，實為錯誤，因為人口減少，國內市場縮小、企業不斷外移，經濟規模與雇用人口和稅收都減少的情況下，此政策不可能讓日本經濟回春(大前研一 & 柳井正, 2011, pp. 28-32)。針對社福政策，大前研一也反對，在政府負債的情況下過度提供，因為「所得平均水轉之下」人數眾多，若以他們為主體，將使高收入者過度負擔稅金，將使平均水準下滑；故其亦反對「兒童津貼」、「高中免費化」等項目(大前研一 & 柳井正, 2011, pp. 84-85)。


� 組織發展訓練：依據組織發展整體目標而訂定，包括專業訓練、一般管理訓練、及初任各官等主管人員訓練等。其訓練方法需先進行組織與工作職位之診斷後，並據以建構核心能力，在依據不同職務層級需求，釐清所需知識、技術與能力。


� 職位接班計畫有兩目的，積極面：幫助組織找到下一個接班人，消極面：避免「彼得原理」發生。


� 拔優部分與接班人計畫整合，未來將於培育後「快速陞遷」與「增加職務歷練」。輔劣部分，則是對表現不佳者給予改善機會，包括職務調整與以訓練改變錯誤等。


� 個人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連結，鼓勵文官自我進修。


� 即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因此任何東西都有改革的餘地，且只必須不拘於常規，才能激發出創造力。


� 為確立訓練功能與屬性，立法院審議通過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及「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等組織法，特將人事總處之職掌定位為「在職培訓發展」，更將兩中心定位為「在職培訓之執行」，而與考試院之「發展性訓練」有明確區隔。


� 1983年時由Sloan基金會提供資金，並由Jan Hawkins 與�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_Pea" \o "Roy Pea"�Roy Pea�等兩人合作規劃，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與Bank Street College共同成立一個聯合學程，其含概了「心理(Psychology)、教育(Education)、科技(Technology)」(PET)等三個領域。嗣後於1988年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由Roger Schank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學習科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Learning Science），後由�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_Pea" \o "Roy Pea"�Roy Pea�於1992年在該所成立博士班。至此之後，學習科學領域被認為在教育研究與設計之領域中，是一種創新及具有影響力之學科。（资料来源：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Learning_sciences，檢閱日期：2012/4/19。）


� 資料來源：國際學習科學學會（ISLS），資料來源：http://www.isls.org，檢閱日期：2012/4/19。


� Skinner的理論提供了很好的訓練方式，但是也衍生了體罰的問題。而是類問題最後衍伸為「人權」問題，於教改團體之要求下，「零體罰」於2006年12月納入教育基本法，並作為政府政策。


� Vygostky(1978: 85)的原文觀點在於透過老師、家長協助小孩子學習的效果，遠高於小孩獨自學習的成效。此外他也認為


� Vygostky(1978:88)的原文觀點在於孩童的成長，非脫離社會而獨立成長，事實上小孩子的成長是處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中。


� 資料來源：黃紀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計畫「2009年至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2009年縣市長選舉面訪案」（TEDS2009M） 」（NSC 98-2420-H-004-011）。


� 教育部長李偉文觀察當前教育制度指出，全球化影響下世界是平的，競爭不再有地域限制，就因為變動性高，知識、技術汰換速度極快，如果想逼孩子靠背誦學習來增加能力，「可以說完全搞錯方向了！」未來世界將是專案計劃的工作模式，團隊合作愈來愈重要，除了積極主動學習，孩子必須懂得傾聽別人、表達自己，才能生存，否則學歷即便再優秀，但與人互動不良，一樣會被淘汰(朱芷君，2007： 38)。


�  深度對話可視為量子力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成就之一，在Bohm於1965年出版的《特殊相對論》（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一書中，認為科學目的並非僅只是知識的累積，是創造、引導、塑造我們的心智圖，是一種自然與人類間的持續相互加入(mutual participation)過程。因此「思維」是一種集體現象，其產生於團隊學習中。這與量子論中「宇宙」是一個整體而不可分割相同，因此彼此間以一種無法分割的方式加入，所以「認知」與「行動」也是無法分割。後來的Heisenberg(1971)之著作Physics and beyond : 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物理學及其他：相會與交談》也認證出「科學根源於交談，與不同人合作，將可能孕育出極為重要的科學成果。」(Senge, 1994: 35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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